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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公司法》的司法适用长期陷入民法思维路径依赖，将民

法个体主义逻辑泛化适用于组织法纠纷，导致股东出资、股权变动、公司决议等核心场域出

现规范适配错位、裁判尺度不一的困境。组织法逻辑以公司团体性为本质、法人独立人格为

核心，强调资本维持、内外区分与经营安定，与民法个体意思自治逻辑存在根本差异。二者

的适用边界可总括性界分为，关涉团体意思形成、资本结构变动、法人财产维持等事项，优

先适用组织法规则；纯粹内部合同、财产给付事项，则应回归《民法典》或民法规则。破解

当前困境，不应依赖局部规则修补或立法式总则建构，而应立足司法解释统一裁判的功能

定位，确立组织法导向的司法适用原则，通过增设开篇法理指引、矫正三大核心场域规范

偏差、推进体系协同整合，实现组织法逻辑的回归，平衡债权人保护、股东利益与公司经营

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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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于 2024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这不仅是我国

商事组织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商事规范体系从“粗放式构建”向“精细化完善”转型的

重要标志。作为衔接立法原意与司法实践的关键桥梁，配套司法解释的制定与完善，直接决定着

新《公司法》的落地实效，关乎商事交易秩序的稳定与商事主体权益的保障。目前，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下称草案或《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虽闪现了组织法思维的火花（如对公司意志独立性与资

本维持原则的谨慎关照），但在处理股东权利义务、对外责任连带等核心争点时，仍不自觉地滑向

“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传统民法教义学的舒适区。这种“民法规则的泛化迁移”，已经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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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担忧，担心其将公司这一高度结构化、涉众性极强的商事组织，降维处理为普通民事主体

的松散聚合，从而遮蔽了《公司法》作为组织法所特有的团体性、程序性与风险外部性逻辑。
〔1〕

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系统性研究，厘清公司组织法逻辑在司法适用中的核心地位，提炼司法解

释应秉持的团体意思安定、资本信用维持、人合性秩序稳固等基本价值，并对草案中存在的“民

法规则的泛化”倾向进行检视与规则重塑，以期推动司法解释真正回归组织法本源，为新《公司

法》的有效实施提供坚实的裁判法理支撑。 

一、组织法逻辑的厘定：司法解释的规范原点与价值坐标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制定及实施过程中，无论是民法学

界还是商法学界就《民法典》和《公司法》之间的关系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民法典》对《公司法》

具有基础性统摄价值，《公司法》作为商事特别法拥有自身独特的组织法属性，二者非对立关系而

须体系协同与互补适配。
〔2〕但理论共识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规则适用分歧的完全弥合。从实践导向

来看，法官在案件审理及法院在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更习惯于运用民法领域的个体主义思维与

规范理念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因而引发了学界关于司法解释应该回归组织法逻辑的呼吁。
〔3〕那么，

何谓组织法逻辑，便是首先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所谓组织法逻辑，是相对于行为法逻辑而言的。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学界对“合

一”路径虽有不同理解，或视民法为基本法、商法为特别法，或将商行为规则内化于《民法典》，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商法中大量以交易为核心的行为法规则（契约、财产处分、侵权救济

等），已被《民法典》及相关制度充分吸收，形成了高度发达的行为法体系。
〔4〕然而，《公司法》

并未因此被“消化”，反而因其独特的规制对象而愈发凸显独立性。行为法关注“流动的关系”（交

                                                        
〔1〕 王涌：《公司法的商事组织法品格——〈公司法〉司法解释起草的“底层逻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6 年第 2 期，

第 25 页；林少伟、何伟晖：《公司法适用民法化的边界厘正与逻辑重构——兼评〈新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载《湖湘法学

评论》2025 年第 6 期，第 3 页；陈甦：《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系统性思维与体系化建构》，载《法律适用》2026 年第 1 期，第 23 − 27 页。 

〔2〕《民法典》编纂阶段，以梁慧星、王利明等为代表的民法学者便明确提出《民法典》的核心使命是整合私法规范、提供基础规

则供给，为《公司法》等商事特别法奠定体系基础。参见梁慧星：《对民法典编纂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 年

第 4 期，第 2 − 10 页；王利明：《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3 − 9 页；孙宪忠：《民法

体系化科学思维的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第 33 − 57 页。《民法典》施行后，民法学界的核心

主张依然是“民商合一”框架下的规范协同，既强调《民法典》作为私法一般法的统领作用，要求《公司法》与《民法典》的规范旨意

保持一致、避免冲突，也不否认《公司法》作为商事组织法的固有特性。由此，《民法典》对《公司法》具有基础性统摄价值，《公司法》

作为商事特别法拥有自身独特的组织法属性，二者非对立关系而须体系协同与互补适配，可以说已经成为民商学界的基本共识。参见龙

卫球：《论〈公司法〉修改与〈民法典〉的适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24 年第 5 期，第 27 页；《“新〈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

的完善”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载中国法学会 2025 年 4 月 3 日，https://www.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34867.html。 

〔3〕 王涌：《公司法的商事组织法品格——〈公司法〉司法解释起草的“底层逻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6 年第 2 期，

第 25 页。 

〔4〕 在我国，有学者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民法的商法化，而非商法的民法化。参见徐强胜：《合同法民商合一的规范

实现——一个历史比较的视角》，载《北方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5 页。在笔者看来，我国的《民法典》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商法化

了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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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如何发生、结束），以“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线性逻辑裁剪社会关系；而《公司法》处理的

是“稳定的结构”（组织如何成立、存续、担责）。二者的分野，可用结构拓扑学的隐喻概括：行

为法处理“点对点”的线性关系，组织法处理“网状”的立体结构。在公司这张制度之网中，股

东、管理者、债权人等节点之间，不仅存在基于合意的契约连线，更交织着法律强制建构的资本

维持义务、信义义务、机关职权等组织性权责连线。任一节点的变动都可能产生外部性涟漪，波

及非直接缔约的第三人乃至市场秩序。因此，组织法的认知框架不能止步于“行为”，而必须上升

至“结构”。一言以蔽之，公司法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凸显的是组织法与行为法之间

的逻辑张力。司法解释制定中真正的范式分歧，不在于“商法与民法”的表面张力，而在于组织

法逻辑与行为法逻辑的深层背离。 

民商事领域中的行为法作为一个涵盖契约、财产处分与侵权救济的广谱体系，其核心在于规

制特定法律行为或事件引发的权利义务变动。如前所述，无论是合同的订立、财产权的转让，还

是侵权的赔偿，行为法均以“行为/事件”为轴心，关注“发生了什么”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其以个体为原型、以个体意思自治为轴心、以双边或多边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强调意思真

实、行为自愿、责任自负，始终围绕个体权利保障、契约严守与损害填补展开，呈现出鲜明的个

体本位、意思本位、事后救济本位特征。与之不同，组织法处理的则是相对恒定的结构关系，其

以团体存续、法人独立人格、内部治理结构、团体意思形成、资本信用维系为中心，关注的是组

织体如何形成、如何运行、如何维持、如何对外承担信用，处理的更多是复杂的网状关系，其不

仅关注“流动”，还须保障“系统的稳态”。因此，团体性是理解《公司法》这一组织法的原点，

是组织法区别于行为法个体主义范式的根本属性，亦是组织法全部规则得以成立的规范基础。 

与以个体为原型、以个体意思自治为轴心、以双边或多边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呈现出鲜明

的个体本位、意思本位、事后救济本位特征的传统民法不同，《公司法》作为典型组织法，必须以

组织体自身的存续、稳定、自治与信用为中心，以团体意思、团体财产、团体秩序、团体责任为

价值依归，形成团体本位、程序本位、事前规制本位的独特规范构造。基于这一认知，笔者认为，

《民法典》与《公司法》之间并非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简单叠加，更不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而

是范式差异、逻辑差异、功能差异，并由此决定了同一事项在行为法与组织法框架下会呈现完全

不同的价值判断与裁判结论。
〔5〕 

                                                        
〔5〕 学界关于《公司法》组织法属性的论述文献相当丰富，可以说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如江平、龙卫球在《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

造》中明确指出，公司作为团体组织，其运作逻辑区别于一般民事主体，须以“团体利益”为核心导向。参见江平、龙卫球：《法人本

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为拟制说辩护》，载《中国法学》1998 年第 3 期，第 71 − 79 页。赵旭东早在 2002 年就指出，“商法的团体性特

征、组织法逻辑，区别于民法的个体本位，公司作为法人团体，具有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这一观点也得到钱玉林在《民法总则与公

司法的适用关系论》中的呼应，其明确提出要明确区分民法（个体本位）与公司法（团体本位）的逻辑差异。参见钱玉林：《民法总则

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论》，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64 − 65 页。蒋大兴在《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

中更强调，公司法中的合约逻辑不同于合同法中的合约逻辑。参见蒋大兴：《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载《法

学》2017 年第 4 期，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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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独立人格，则是团体性在实证法上的制度表达，是组织法逻辑区别于行为法逻辑的核心

构造。行为法并不预设独立主体，仅以个体行为与意思表示为连接点；而组织法以法人独立人格

为逻辑起点，构建出一套完全区别于个体主体的制度体系：公司具有独立于股东的法律主体地位，

能够以自身名义享有权利、负担义务、参与诉讼；公司拥有独立的责任财产，与股东财产严格分

离，成为团体信用与债权人保护的物质担保；公司形成独立的团体意思机制，经由股东会、董事

会等治理机关按照法定程序生成团体意思，而非股东个体意思的简单相加。法人独立人格使公司

从“股东的集合”转化为“独立组织体”，使团体性从价值理念落地为可裁判、可适用的规范体系。

可以说，无团体性即无法人人格，无法人人格即无组织法逻辑；无组织法逻辑，《公司法》便会退

化为行为法的附庸。 

正是在团体性与法人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组织法形成三项贯穿始终、彼此支撑的核心价值，

构成了组织法规则的“价值三角”。 

第一，团体意思稳定。公司决议是团体意思的法定形成方式，是组织体对内治理、对外行为

的正当性来源。与民事法律行为以“个体意思真实”为核心不同，团体意思的正当性建立在程序

正当、多数决规则、治理结构合法之上。因此，组织法对决议效力与瑕疵救济的基本立场，是维

护经营连续性、治理安定性与外观信赖性，而非动辄因个体意思表示存在轻微瑕疵即否定决议效

力。团体意思稳定，本质上是组织体自治与存续利益的体现，是组织法区别于行为法的首要价值。 

第二，资本信用维持。公司以资本为信用基础、以责任财产为担保面向市场开展交易，资本

维持并非简单的“资金管制”，而是组织法为保障团体存续、债权人保护与交易安全设定的强制性

底线。股东出资义务并非民法上的任意债务，而是基于成员资格产生的法定担保义务，非依法定

程序不得变更、免除、抵销。资本信用维持要求禁止不当减资、禁止抽逃出资、禁止以合意侵蚀

资本、禁止将资本事项降格为普通债权债务安排。它体现了组织法团体信用优于个体自由、法定

强制优于约定处分的基本立场。 

第三，人合性秩序稳固。有限责任公司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其成员结构、信任关系、内部

治理具有强烈的人身信赖属性。股权并非单纯民法财产权，而是兼具身份属性与财产属性的社员

权。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成员资格变动等事项，均涉及团体成员关系的稳定性，不能仅以“所

有权处分自由”作为判断依据，而必须受人合性约束、团体秩序约束、其他成员信赖利益约束。

人合性秩序稳固，构成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法逻辑的独特维度。 

若以三大价值为标尺，组织法逻辑与行为法逻辑的差异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

团体优位抑或个体优位。组织法以团体存续、整体利益、外部安全为优先；行为法以个体权利、

意思自治、个体正义为优先。其二，外观优先抑或意思优先。组织法侧重保护外部公示、外观信

赖与秩序安定；行为法侧重保护个体意思表示的自由、真实与完整。其三，资本强制抑或契约自

由。组织法对资本、治理、成员身份等核心事项设置刚性规则，排除个体约定的适用；行为法以

契约自由、处分自由为原则，以强制为例外。其四，内外区分与内外一体。组织法严格区分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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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关系与外部交易效力，内部瑕疵原则上不对抗善意第三人；行为法通常以意思表示瑕疵与权

利真实归属对抗一切第三人。 

需要说明的是，组织法优先不是对行为法的否定，而是对行为法适用场域的合理界定。民法

作为私法一般法，为公司提供主体、行为、责任的基础框架，在不触及组织体本质的纯粹内部合

同、财产给付、损害赔偿等事项上，民法规则具有一般性适用的正当性。但是，一旦进入组织法

核心场域，包括团体意思形成、资本结构变动、法人独立财产维持、股东身份归属、内外效力区

分、人合性秩序维护等事项，组织法逻辑便具有优先性、排他性、矫正性，民法规则不应径直套

用，更不应以个体主义逻辑颠覆团体性根基。唯有在这一框架下理解民商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民

法为基础、组织法为特别、边界清晰、体系协调的司法适用格局。 

二、《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民法泛化：三大组织场域中的逻辑偏离 

组织法逻辑与行为法逻辑（普通民法逻辑）的范式分野，应成为检视《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

稿》的基本分析框架。从规范适用现实来看，团体意思形成、资本信用维系、成员身份变动构成

了公司运行与纠纷裁判的三大核心场域，亦是组织法价值最为集中、最为典型、最不容行为法逻

辑侵蚀的关键领域，三者分别对应组织的意志中枢、物质基础与社会联结，构成了公司作为组织

的制度硬核，是《公司法》区别于民事主体的根本标识，亦是司法实践中组织法逻辑最易被民法

规则侵蚀的结构性缝隙，直接关乎法人独立人格能否维系、团体性根基能否稳固、组织法规范目

的能否实现。遗憾的是，如果以组织法的逻辑及其价值为标尺观察，不难发现草案虽力图回应实

践需求，但却在上述三大场域中普遍延续了行为法思维的路径依赖，以民事法律行为、债权保全、

侵权损害、物权变动等个体主义逻辑，替代、遮蔽乃至消解组织法的团体主义立场，进而形成体

系性的规范偏差与法理错位。 

（一）团体意思场域的民法泛化：决议瑕疵规则中的法律行为逻辑误用 

公司决议作为公司团体意思的形成载体，是《公司法》组织法属性最集中的体现，其效力判

断、瑕疵救济等规则更应凸显组织法的特有逻辑。从司法解释的规范实践来看，相关规则已较为

系统地回应了决议无效、可撤销、不成立等核心纠纷，明确了裁判标准，有效化解了实务中“决

议效力认定混乱”的难题，其简练务实的规范导向、定分止争的制度功能值得肯定。但深入剖析

《公司法》规范构造与裁判逻辑可见，相关规则仍未摆脱民法思维的过度渗透，最突出的问题在于

保留乃至强化了“因受欺诈、胁迫”作为撤销依据
〔6〕，这折射出典型的民事思维惯性。其核心问

题在于，混淆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与“团体决议中的表决意思”，较多以民事法律行为、

意思表示瑕疵等民法框架作为决议效力判断的核心依据，未能充分彰显公司决议作为团体意思表

                                                        
〔6〕《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9 条第 2 款规定：“股东以参与表决的股东或者董事受到欺诈或者胁迫等为由，请求撤销公司决

议，经审查相关股东或者董事的表决行为虽具有民法典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但相关表决行为被撤销后同意决议事项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

权数的变化未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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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组织法本质。 

具体而言，就公司决议的效力判断而言，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多将决议视为 “股东或董事意

思表示的集合”，进而套用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的判断标准，如以“意思表示虚假”“欺诈、胁迫”

“恶意串通”等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可撤销事由，直接作为决议无效、可撤销的裁判依据。此种思

路虽能在个案中实现个体利益的衡平，且符合民法作为一般法的适用逻辑，但忽视了公司决议的

团体性、程序性与公共性，与组织法的核心需求存在偏差。如前所述，基于点对点的民事逻辑，

在合同中，欺诈导致一方意思表示不自由，破坏了“合意”的根基，故合同可撤销，这是为了保

护个体意思的自由。但组织法逻辑则显然不同。在公司法学者眼中，股东会决议是依程序合成的

“公意”
〔7〕，具有独立于个体股东的表决动机的形式效力与安定性。若允许股东以“我投赞成票是

因受了欺骗”为由撤销决议，无异于允许个体的主观动机凌驾于团体的程序产出之上，易弱化决

议程序的刚性要求，忽视团体意思形成的组织法规则，甚至可能因个体意思瑕疵否定合法形成的

团体决议，动摇公司内部治理秩序的稳定性，公司每项决策都可能因事后翻出某个股东的“受骗

理由”而陷入无效风险，治理将永无宁日。
〔8〕因此，现在的决议瑕疵救济规则未能充分体现组织

法“团体秩序优先” 的基本理念，仍明显偏向民法的“个体权利救济”逻辑。其实质上是用契约

法的“意思真实”，瓦解了组织法珍视的“程序安定”。它忽略了决议一旦作出，即涉及多方信赖

（其他股东、债权人、潜在投资者），其效力应锚定于程序的正当性，而非内容的诱因。 

尽管《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9 条以“剔除瑕疵表决后结果仍可成立”维持轻微瑕疵决

议效力，结果上契合团体意思稳定价值，但其规范构造和底层逻辑仍未脱离民法思维束缚：其一，

规则在形式上仅做票数算术计算，以简单数学判断替代价值权衡；其二，规则在本质上仍属于民

法法律行为瑕疵救济逻辑，以个体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瑕疵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其三，规则并未真

正将团体意思稳定、经营连续性与外观信赖作为价值基石，仍停留在个体权利救济的框架内作出

有限妥协。细言之，目前的规范构造本质是民法视角下的票数计算，并未真正将团体意思稳定、

经营连续性与外观信赖作为价值基石。二者虽结果相近，法理根基却截然不同：民法逻辑关注个

体意思是否完整，组织法逻辑侧重团体秩序是否值得维系；前者以算术判断为据，后者以价值权

衡为核心。二者在裁判方向、解释空间与适用边界上存在根本差异，若仅以票数计算（同意决议

事项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作为裁判标准，面对外部效力、裁量尺度、瑕疵类型化等复杂问

题时，裁判极易重回个体救济思维，难以实现团体意思稳定与交易安全的统一。因此，对规则法

                                                        
〔7〕 对公司决议行为的性质及法律适用，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公司决议本质是“公意”而非“合意”，其特殊性决定了其应由

《公司法》专门调整的必然性，也是学界的一个基本看法。周淳：《组织法视阈中的公司决议及其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41 页。 

〔8〕 例如，某公司召开股东会增资扩股，大股东甲在会前隐瞒了公司已获巨额潜在订单的利好（构成欺诈），小股东乙信以为真，

投票反对增资（意在阻止稀释），决议最终因多数票通过。民法逻辑和组织法逻辑处理思路会有很大的不同。按现在的逻辑，乙可主张

“受欺诈”，请求撤销决议，这里关注的是乙个人的知情权与投票自由。但是，按组织法逻辑，增资决议内容合法、程序合法，一经形成

即为公司的独立意志；乙的损失可通过损害赔偿（告甲侵权）救济，但绝不能动摇决议本身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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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础的反思，并非单纯学理苛责，而是事关司法适用方向的关键问题。 

进而言之，真正贯彻组织法逻辑，并非否定或无视个体股东的程序权利与意思自治，而是不

再将个体意思瑕疵作为决议效力否定的绝对理由。相应地，也不应停留在“剔除瑕疵后结果不变

即不撤销”的形式化判断，而应以团体秩序安定、经营连续性与外观信赖为核心，确立“实质影

响团体意思形成”的综合判断标准。组织法语境下的决议瑕疵评价，重在权衡个体程序利益与团

体治理安定、内部关系与外部信赖，而非简单以个体表决权是否存在瑕疵定成败。 

如果前述理论能够成立，那么应在此基础上区分瑕疵程度，对公司决议效力作出有针对性的

认定。以笔者之见，组织法意义上的严重瑕疵，就是指严重欠缺决议成立要件、根本破坏团体意

思形成基础，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基本程序利益与公共利益、构成实质性资本侵蚀或法

人财产不当减损的情形，主要体现为决议不成立与无效，其认定核心在于是否动摇公司团体意思

的本质、危及治理秩序与交易安全，而非单纯以“剔除瑕疵后结果是否改变”为标准。只有这样，

才能清晰界分内部瑕疵与外部交易效力的边界，从价值基础、判断标准到效力结构全面贯彻组织

法立场，避免仅在民法框架内作出有限妥协。 

（二）资本信用场域的民法泛化：出资规则中的债权保全与侵权逻辑误用 

股东出资制度是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财产根基，资本维持原则是组织法区别于民法债法的标

志性规则。出资义务并非普通私法债务，而是基于股东成员资格产生的、关乎公司资本基础、团

体信用与债权人保护的法定强制性义务。但《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则仍整体呈现出民

法债权与侵权思维的过度渗透，资本维持的刚性被持续软化。 

首先，在出资加速到期规则上，《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整体依赖民法债权人代位权与债权

保全逻辑，将股东出资义务视同普通民事债权，优先承认并保护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将加速到

期定位为例外、从严、不得已的干预手段。此种构造完全忽视出资义务的组织法本质：出资义务

是股东对公司及债权人所负的资本担保责任，是资本公示公信原则的必然要求，而非单纯债法意

义上的期限利益。 

《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24 条关于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则，在结果层面确实承认了债

权人保护的必要性，也允许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对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予以限制，这一点

具有现实合理性。
〔9〕但从规范构造来看，该规则仍然整体上依赖民法债权人代位权与债权保全的

逻辑，其核心思路是，将股东的出资义务视为公司对股东的一项民事债权，当公司怠于主张该债

权并损害债权人利益时，由债权人代位行使权利。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不在于股东的出资“是否

允许加速到期”，而在于“以何种法理允许加速到期”。 

                                                        
〔9〕 该条内容如下：“公司因客观上缺乏清偿能力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依法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公

司债权人请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承担责任的，参照本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处理。  金

钱债权执行中，公司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变更、追加申请，并告知其另行提

起诉讼。申请执行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直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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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债法思维下，视出资义务为一种契约之债。当公司无力偿债时，允许债权人“穿透”公司，

直接代位向股东追讨。这一路径默认了债权人的个别清偿利益具有优先性，其前提是承认股东与

公司之间存在某种可被代位的债务关系。问题是，根据约定，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无疑是一项合

法、正当、应受保护的民事权利。即便条文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可以加速到期，裁判者在思维层

面仍会天然倾向于，先认可股东期限利益的正当性，再严格审查例外情形是否满足，在事实存疑

时更倾向于保护股东个体权利。
〔10〕换言之，规则虽然 “允许限制期限利益”，但底层逻辑仍然把

期限利益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把加速到期当作一种例外救济，而非组织法上的当然责任。出资是

股东向公司资本池注入的信用保证金，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物质边界。组织法的逻辑则完全不

同。加速到期的本质，并非基于“债务人（股东）欠钱不还”，而是基于“资本显著不足”导致的

法人格信用破产。此时，法律强制股东提前补足资本，是为了修复组织的信用底座，而非仅仅即

股东基于成员资格与团体信用所负的法定担保责任。
〔11〕换言之，若遵循代位权逻辑，司法必须保

护债权人基于“契约关系”产生的信赖利益，但在组织法视域下，当公司资不抵债、资本信用崩

塌时，全体债权人（乃至市场）对资本真实的“团体利益”必须压倒个别主体的“信赖利益”。加

速到期不是为了兑现某个“契约承诺”，而是为了挽救公司作为责任主体的最低生存底线。不同逻

辑下的裁判思路和结果显然不同。用代位权处理加速到期，将导致资本维持原则的“刚性”被债

的相对性“软化”。它会误导司法仅关注“谁欠谁钱”，而非“资本是否真实”，最终可能放纵股东

利用出资期限逃避资本充实义务，使注册资本制度失去其作为外部信用标识的严肃性。 

其次，在债权抵销规则上忽略组织法程序刚性，以个体合意替代团体决策，导致资本事项程

序约束虚化。出资抵销在实质层面属于资本结构调整、出资方式变更与资本事项处分，直接影响

公司资本基础的确定性与外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依照组织法原理本应履行股东会决议、章程变

更等严格团体决策程序。但相关规则仅从债权真实性、合法性等实体层面予以审查，未将团体决

策程序作为抵销效力的统一前提，甚至对货币出资抵销未设置任何组织法程序约束。这一构造将

具有资本调整属性的组织法事项，降格为债法上可由双方任意处分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个体合意

架空组织法对资本事项的程序强制，使得资本维持原则在制度源头即被弱化。
〔12〕 

从理论上讲，无论出资抵销的标的是货币出资还是非货币出资，其本质都是对出资方式、资

本结构的变更，均属于团体法上的资本事项，关涉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与团体信用基础，依照组

                                                        
〔10〕 俞巍、陈克：《公司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股东责任适法思路的变与不变》，载《法律适用》2014 年第 11 期，第 21 页。《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鲁高法发〔2007〕3 号）第二节第 20 点第 1 小点规定：“公司章程规

定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出资期限届满前，公司或公司债权人向该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1〕 钱玉林：《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21 页。 

〔12〕《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19 条对出资抵销的程序要求作出了区分规定，仅针对股东以对公司享有的金钱债权抵销其货币

出资的情形，未要求履行股东会决议、章程变更等组织法程序；而对于以金钱债权抵销非货币出资的情形，虽明确要求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主张抵销的股东须回避表决），但该规定仍存在明显的组织法逻辑缺陷。该条主要从债权真实性、合法性、是否损害债权人利益等

实体层面进行审查，未将股东会决议、章程变更作为所有出资抵销情形的统一效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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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法逻辑，均应履行股东会特别决议、章程变更等程序。即便某一出资抵销安排在实体上看似不

直接违反资本维持原则，只要未经团体决策程序、未完成章程变更，就已经构成对组织法逻辑的

背离。《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仅以“不违反资本维持原则”“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作为例外限

制，未对货币出资抵销设置任何组织程序约束，即便对非货币出资抵销要求股东会决议，也未强

调章程变更的必要性，整体上仍是将团体法上的资本事项降格为债法上可自由处分的债权债务关

系，以个体合意架空了团体决策程序。如此一来，组织法对资本事项的刚性程序约束被虚化，司

法裁判极易继续沿用民事合同思维，进一步强化债法规则在出资领域的泛化适用，使得出资义务

的组织法属性难以真正回归。 

最后，在抽逃出资认定规则上，《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仍以“损害公司合法权益”为核心

要件，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被简化等同于“造成公司实际财产损失”，裁判普遍采用侵权法上的损害

填补逻辑，而非组织法上的资本侵蚀判断标准。 

《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28 条基本沿用既往规则，以“未经法定程序抽回出资且损害公

司合法权益”作为抽逃出资的成立要件。但从组织法角度看，“抽逃出资”本身即是违法的。资本

维持原则要求公司资本真实、充实，任何未经法定程序（如减资、回购）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在

发生的瞬间就已破坏了资本的真实性。这就像盗窃既遂，不需要等到赃物被挥霍才算违法。加上

“损害公司合法权益”这一要件，极易误导司法裁判者去审查“是否造成了公司实际经营损失”或

“公司是否还能盈利”，这完全偏离了资本维持原则保护的是“资本数额本身”这一目标。这一要

件设置折射出强烈的侵权法/损害赔偿逻辑。它似乎在暗示，只有抽逃行为导致了像普通侵权那样

的“实际损害后果”，才需要追责。然而，抽逃出资的本质是对公司资产独立性的结构性破坏，是

对资本信用的欺诈。其责任承担是基于行为违法性（违反了资本维持义务）而非结果损害性。这

种“侵权化”认定标准，将导致资本维持的防线后撤。股东可能会辩称，“虽然我抽走了钱，但公

司后来赚了大钱（未受损），所以我不构成抽逃”。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注册资本制度的严肃性，使

资本维持原则沦为可讨价还价的弹性标准，为变相掏空公司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三）成员身份场域的民法泛化：股权转让规则中的财产权逻辑误用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强烈的人合性特征，股权在本质上是兼具身份属性与财产属性的社员权，

而非民法意义上纯粹的所有权或普通财产权。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其

核心功能在于维护公司成员结构稳定与人合性信赖，而非单纯实现财产处分自由。《公司法解释征

求意见稿》第 45 条关于优先购买权行使后转让股东反悔权的规则，典型体现了民法财产权逻辑对

组织法人合性秩序的压制。 

该规则以个体所有权绝对处分自由为底层逻辑，允许股东在其他股东已依法主张优先购买权

之后单方反悔、拒绝转让，并获得司法支持。其基本逻辑是，允许转让人在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

买权后，只要向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损失，即可维持转让效力。其隐含的前提是，股

权是转让人可自由处分的私有财产，优先购买权只是附属的“负担”，违反它只须赔钱了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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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依然有效。其谬误在于，将股权转让简化为“卖方—买方”的点对点财产交易，全然剥离了

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这一组织法根基。这一构造完全无视优先购买权的制度目的：优先购买权的

正当性基础，在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人合性与团体信赖，而非保障转让股东的契约自

由与处分任意性。从组织法立场出发，其他股东一经依法主张优先购买，即产生约束性效力，转

让股东原则上不得任意反悔，仅可基于公司章程特别约定或法定正当理由例外撤回。《公司法解释

征求意见稿》将财产处分自由置于团体存续利益之上，不仅架空了优先购买权的制度功能，也纵

容了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成员间信赖关系与内部治理安定，是民法财产权逻辑泛化、组织法逻辑

缺位的典型例证。若按现有逻辑，转让人完全可以“先斩后奏”：先与外部人签约，若其他股东追

究，只须赔钱给受让人即可完成“合法化”。这相当于用“金钱补偿”赎买了“人合准入权”。如

此一来，优先购买权从一道阻止不受欢迎者进入的“门禁”，堕落为转让人交易成本的计算因子。

人合性秩序这一组织法价值，完全让位于财产流转的效率价值。 

除优先购买权与反悔权规则外，《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在股权变动、一股二卖及股权善意

取得等核心规则中，同样存在民法物权逻辑过度套用、组织法外观主义被扭曲的体系性偏差，进

一步凸显财产权思维对成员身份秩序的侵蚀。 

从规范构造来看，《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40 条、第 41 条分别对股权变动时点与一股二

卖作出规定，但其核心判断框架仍明显照搬民法物权变动规则。一方面，以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

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与对抗依据，形式上看似区分内外效力，实际上却未真正贯彻组织法上团体

内部认可优先于登记外观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在一股二卖及股权代持等情形下直接参照适用

《民法典》善意取得制度，将股权等同于普通动产或不动产，以无权处分、善意、对价、公示作为

权利取得的核心要件，完全忽视股权作为社员权的组织法本质。 

此种规范构造存在三重法理错位：第一，将股权降格为普通物权，无视股权以成员身份为基

础、以团体认可为生效前提的组织法属性，机械套用物权变动与善意取得范式；第二，混淆有权

处分与无权处分的边界，名义股东作为登记权利人对外处分股权本属有权处分，却被错误纳入无

权处分即善意取得框架，扭曲组织法外观主义的本来含义；第三，以民法善意标准取代组织法外

观信赖标准，过度关注第三人主观善意与否，弱化工商登记与股东名册在组织法语境下的法定推

定效力，导致内外效力边界模糊、裁判标准飘忽不定。上述法理错位的本质是物权法逻辑对组织

法身份秩序的又一次过度侵袭，其荒谬之处在于，将股权视为可脱离人合基础自由流转的“动产”，

用所有权归属问题掩盖了成员资格准入问题，最大的是身份秩序的“被善意”瓦解。若允许善意

取得标准在股权领域泛化，意味着外部第三人可以绕开公司内部的人合性筛选机制，直接凭借“善

意”和“对价”成为股东。这相当于用财产法的“交易效率”碾压了组织法的“成员主权”。原股

东对“与谁共事”的控制权被虚置，人合性这一有限责任公司的立身之本，在“善意”的名义下

被悄然置换。 

从组织法逻辑出发，股权变动与外部处分应坚守“团体内部生效、登记外观对抗、有权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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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善意例外限制”的基本立场。股权变动以记载于股东名册作为对内生效要件，工商登记仅

具有对外对抗效力；名义股东基于登记外观处分股权原则上为有权处分，仅在第三人明知或应知

内部权利瑕疵时例外否定其效力；应摒弃对民法善意取得制度的简单参照，转而构建组织法外观

主义规则体系，以登记公示的信赖保护为核心，而非以主观善意判断为中心。 

综上所述，《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股权变动规则的设计，依旧深陷民法财产权与物权逻

辑，未能真正立足股权的社员权属性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既弱化团体内部认可的效力，

也扭曲组织法外观信赖保护的制度功能，是民法泛化在成员身份场域的又一典型体现。 

三、民法泛化的成因及其后果 

（一）三类民法泛化的同源性结构 

团体意思场域、资本信用场域、成员身份场域中呈现的规范偏差，虽场域不同、对象各异，

但病灶却是一样的，即共享同一体系性成因，呈现出高度同源的逻辑错位与价值倒置。 

在团体意思场域，《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持续以民法法律行为及意思表示逻辑侵蚀团体意

思的形成机制。相关规则仍将公司决议这一团体法律行为，等同于股东或董事个体意思表示的叠

加与集合，以个体意思是否真实与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民事瑕疵作为决议效力判断的核心依据，

未能真正立足团体意思经由法定程序与资本多数决、治理结构正当形成的组织法特质，使得团体

意思的独立法理基础始终被个体意思表示范式所遮蔽与替代。 

在资本信用场域，《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普遍以民法债权保全及侵权损害逻辑侵蚀资本维

持与团体信用基础。无论是出资加速到期对债权人代位权规则的参照适用，还是出资抵销对团体

决策程序的忽视，抑或是抽逃出资认定对实际损失标准的依赖，均将资本制度降格为民事债权实

现与侵权损害填补的工具，未能彰显资本维持作为团体信用法定担保、法人独立人格财产支撑的

组织法功能，使得资本强制、资本公示、团体信用优位等核心价值被持续软化。 

在成员身份场域，《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以民法所有权及财产权处分逻辑侵蚀有限责任公

司人合性与成员身份秩序。相关规则将股权等同于普通民事财产权，以财产处分自由、所有权绝

对作为优先价值，既允许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后单方反悔，又在股权变动与外部

处分中简单参照物权变动与善意取得规则，忽视股权兼具身份属性与财产属性的社员权本质，无

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信赖、团体成员关系稳定对处分自由的必要约束，使得组织法人合性秩序

被财产权逻辑不断消解。 

三者共同指向同一深层病灶，即以民法个体主义范式，覆盖、替代乃至消解公司法的团体主

义逻辑。在价值层面，以个体意思、个体权利、个体自由压制团体意思、团体信用、团体秩序；

在逻辑层面，以民事法律行为、债权、侵权、所有权等行为法范式，排斥组织法团体本位、程序

本位、事前规制本位的独特构造；在规范层面，将团体意思、资本信用、成员身份等组织法核心

事项，拆解还原为个体意思表示、债权债务、财产处分等民事关系，最终导致公司法组织法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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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彰显、团体法价值无法有效实现。 

（二）民法泛化的成因 

在笔者看来，《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民法规则的过度泛化，并非单纯的立法疏漏，而是

有着多重深层诱因：其一，同源性结构导致的“制度粘连”。公司与合同、物权等同属私法体系，

共享“意思自治”“权利保护”等底层基因。这种血缘上的同源性，使得行为法规则天然具有向组

织法领域“渗透”的亲和力。在缺乏明确组织法屏障的场景下，司法解释极易将公司关系下意识

地还原为单纯的“股东间的契约”或“财产处分行为”，用债的相对性切割资本的涉众性，用法律

行为理论解构机关的团体意思。这种规范层面的“制度粘连”，为民法泛化提供了客观温床。 

其二，司法思维中的“肌肉记忆”与转型时滞。必须承认，草案并非毫无组织法意识，其在

决议效力、资本责任等局部已展现出对团体性的关照。然而，“知道该做什么”不等于“习惯怎么

做”。长期的民商事审判训练，已在法官与立法者脑中刻下了“个案救济”“意思表示”“债权平等”

等强大的民法肌肉记忆。在面临新型公司纠纷时，即便头脑中浮现了“组织法”的警示灯，手中

的解释工具与推理链条仍不自觉地滑向熟悉的民法教义学舒适区。这种“脑身脱节”，即组织法意

识的“观念先行”与组织法方法的“技能滞后”，导致《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在关键时刻“手

比脑快”，用行为法的旧尺子丈量组织法的新问题，最终陷入“局部觉醒、整体泛化”的矛盾境地。 

（三）民法泛化的后果 

民法泛化所带来的并非个别条款适用偏差，而是贯穿于团体意思形成、资本信用维系、成员

身份变动全过程的整体性规范失衡，其负面影响渗透于规范构造、司法裁判与价值导向的各个层

面，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规范适用层面，民事行为法逻辑的过度渗透使得组织法特有的程序约束、团体理性、

资本强制等核心价值被持续弱化。法院在裁判中易于滑向个体权利保护的传统思维，习惯于以民

法意思表示瑕疵、债权保全、损害填补等规则处理组织法争议，忽视公司作为组织体的整体存续

需求与团体利益保障，导致组织法规则被虚置、被替代。 

其次，在制度构造层面，决议效力、资本维持、股权变动等组织法核心制度被拆解、简化为

民事法律行为、债权保障、财产处分等传统私法规则。组织法自身“维护团体秩序、保障资本信

用、稳定成员关系”的规范目的与制度功能被遮蔽，《公司法》逐渐沦为《民法典》的“下位法”，

丧失其作为组织法的独立品格与独特价值。 

再次，在价值导向层面，个体意思自治与财产处分自由被过度抬高，团体存续所必需的程序

约束、人合性信赖、资本信用基础被不断挤压。这种价值错位使得《公司法》难以平衡个体利益

与团体利益、交易自由与交易安全，最终导致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根基松动、公司资本信用弱

化、内部治理秩序混乱。 

最后，更为关键的是，此种体系性偏差会进一步传导至司法裁判，形成路径依赖。法官在处

理组织法争议时缺乏清晰的体系性指引，只能在民事规范中寻找裁判依据，进而形成“组织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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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民法解决”的惯性循环。这不仅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取向摇摆，更使得团体意思、资本

信用、成员身份等专属组织法的制度空间持续被压缩，组织法独立的规范地位难以真正树立，与

新《公司法》强化组织法品格、完善公司治理的立法初衷相悖。 

四、《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完善路径 

（一）确立组织法统领的基本立场 

针对当前草案“民法泛化”的问题，完善思路不能仅停留在零散条款的修补上，而要从宏观

方法论层面，锚定组织法逻辑作为根本准则。这就要求在司法解释的制定与适用过程中，搭建起

以组织法为核心的解释体系。 

第一，确立“组织法逻辑优先”的解释论立场。在处理涉及公司内部治理、资本变动、团体

意思形成等组织性事项时，应确立组织法逻辑相对于民法一般规则的解释优先性。这意味着，当

行为法的“意思自治”“债权平等”原则与组织法的“团体稳定”“资本维持”价值发生张力时，

除非法律有明确例外规定，司法应优先捍卫组织的结构秩序与外部信用，从思维源头上阻断民法

规则的自动泛化与越界适用。 

第二，厘清“组织法—行为法”的规范适用边界。严格划定公司法与民法的调整范围，明确

民法规则的适用边界：凡关涉团体意思形成、资本结构变动、法人独立财产维持、股东身份归属、

内外效力区分等组织法专属事项，排除民法一般规则的简单套用，优先适用组织法规则；不触及

组织体本质、不损害团体利益的纯粹内部合同、财产给付、损害赔偿等事项中，将民法规则作为

补充适用，且适用时须接受组织法价值的调适与限缩，避免以“民商合一”为名将组织法问题不

加甄别地塞入债法或法律行为理论的模子中。概言之，凡牵动公司资本信用、治理秩序或成员身

份的事项，原则上应为组织法领地，不得套用债的相对性、意思表示瑕疵或善意取得等民法规则；

当问题纯属外部交易且不触及结构底线时，仅涉及点对点的利益流动，可回归《民法典》调整，

而司法解释须构建“组织法优先”的分流机制，堵住民法规则向组织法领域的无序渗透。 

第三，以组织法“价值三角”贯穿司法裁量全程。团体意思稳定、资本信用维持、人合性秩

序稳固，这三项核心价值应当成为法官裁量案件的内在标尺。在解释具体规则（如出资瑕疵认定、

人格否认标准、决议撤销条件）时，法官须自觉检视裁判结果是否有利于：（1）维护公司意志的

权威与终局；（2）保障资本的真实与充实；（3）修复或维持股东间的信任与合作基础。唯有让

价值三角在个案中“活起来”，才能实现决议效力、出资责任、股权转让等制度的价值统一与

逻辑融贯，平衡个体利益与团体利益、交易自由与交易安全，才能真正实现对组织利益的立体

保护。 

第四，推动司法解释的体系化整合。司法解释应摒弃“头痛医头”的碎片化解释，将出资、

治理、责任等分散规则，置于统一的组织法视域下进行体系化梳理，确保资本维持原则在不同条

款中口径一致，信义义务的认定标准前后贯通，最终形成逻辑自洽、相互支撑的组织法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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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而非一堆被民法逻辑割裂的规则拼盘。 

（二）矫正三大组织场域的规范偏差 

在确立组织法优先的宏观立场后，司法解释就需要在团体意思形成、资本信用维持、成员秩

序协整这三个决定组织存亡的关键场域，对相关条款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细修正，将组织法逻辑

“硬化”为可操作的裁判规则。 

首先，在团体意思场域，矫正法律行为逻辑误用，坚守团体意思稳定价值。针对前文指出的

“决议瑕疵规则套用民事意思表示逻辑、唯票数计算、忽视团体秩序”等问题，重点从两个方面修

正，回归组织法逻辑。一是重构决议瑕疵效力判断标准，摒弃“个体意思瑕疵优先”的民法思维，

确立“实质影响团体意思形成”的核心判断标准，区分轻微程序瑕疵与根本意义上的团体意思破

坏——对于未实质影响决议结果、未损害团体秩序的轻微程序瑕疵，不予否定决议效力，仅责令

补充完善程序；对于严重违反议事规则、资本多数决原则，实质动摇团体意思基础的瑕疵，方否

定决议效力，实现个体程序利益与团体意思稳定的平衡。二是明确决议行为的组织法属性，对决

议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作出严格区分，在规则设计中强调决议的程序性、团体性，明确决议效力

的判断重点是“程序正当、多数决正当”，而非个体意思真实，避免简单套用欺诈、胁迫、重大误

解等民事瑕疵类型，确立决议行为独立的法理基础。 

其次，在资本信用场域，应矫正债权与侵权逻辑误用，强化资本信用维持刚性。针对前文指

出的“出资加速到期参照债权保全、出资抵销忽视团体程序、抽逃出资认定套用侵权损害”等问

题，聚焦资本维持原则，从三个方面予以矫正：一是重塑出资加速到期规则，摆脱民法债权人代

位权逻辑束缚，明确出资义务的组织法属性，即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及债权人的法定资本担保

责任，而非单纯债法意义上的期限利益，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应

原则上支持出资加速到期，弱化对股东期限利益的过度保护，强化资本公示与信用保障功能。二

是完善债权抵销出资规则，明确债权抵销出资的组织法程序要求，将股东会决议、章程变更作为

抵销生效的必备前提，无论货币出资还是非货币出资抵销，均须履行团体决策程序，禁止股东与

公司以个体合意架空组织法程序强制，从源头防范资本侵蚀，维护资本基础的确定性。三是优化

抽逃出资认定规则，取消“损害公司权益”的表述，回归组织法 “资本侵蚀”的核心判断标准，

明确抽逃出资的违法性本质在于未经法定程序侵蚀公司资本基础、破坏资本公示信用，凡是抽逃

出资的行为必然是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强化资本维持的刚性约束。 

最后，在成员身份场域，矫正财产权处分逻辑误用，维护人合性秩序稳固。针对前文指出的

“股权转让套用财产权处分逻辑、优先购买权反悔权设计错位、股权变动参照物权善意取得”等问

题，立足股权的社员权属性，从三个方面优化规则：第一，调整优先购买权与反悔权规则，纠正

“个体处分自由优先”的民法逻辑，确立“团体信赖优先”的组织法立场，明确转让股东在其他股

东依法主张优先购买权后，原则上不得单方反悔，仅在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全体股东一致约定的

例外情形下，方可撤回转让意思，强化优先购买权的约束效力，维护团体成员关系稳定。第二，



组织法逻辑的回归：《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的检视与重塑 

15 

明确股权的社员权属性，区分股权与普通民事财产权，在股权转让规则中弱化财产处分自由的绝

对优先性，强化人合性约束，明确股权转让须兼顾其他股东的信赖利益，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或

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对外转让不得对抗公司与其他股东，坚守“团体内部认可优先”原则。第

三，重构股权变动与外观主义规则，摒弃对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简单套用，构建契合组织法逻辑

的外观主义体系——明确股权变动以“内部合意+股东名册记载”为生效要件，工商登记仅为对抗

要件；区分名义股东处分的有权与无权边界，将名义股东基于登记的处分认定为有权处分，排除

善意取得的适用，强化工商登记与股东名册的法定推定效力，清晰区分内部关系与外部交易效力，

平衡人合性秩序与外部交易安全。 

五、结语 

《公司法》司法解释修改草案的公布，无疑是完善公司法治、回应司法实践痛点的重要一步，

其探索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受长期司法思维惯性的影响，草案在部分关键领域仍不自觉地保留

了民法规则的泛化倾向，即将出资降格为债的关系、将决议效力系于意思表示瑕疵、将人格否认

诉诸权利滥用。这种“行为法化”的解释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公司法作为组织法所特有的

团体性、程序性与资本刚性要求。 

但无论如何，《公司法》的司法适用，归根结底是对组织生命结构的规范与调整，而非对原子

化个体交易的简单裁断。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完善，有必要回归组织法的本源：以团体意

思稳定为基点，以资本信用维持为红线，以人合性秩序稳固为纽带，真正将“价值三角”内化为

裁判的灵魂。唯有如此，才能在“民商合一”的宏大体系中，守住公司制度的独立品格，使司法

解释成为护航公司治理现代化而非消解其结构刚性的可靠保障。 

 

Return to Organizational Law Logic: Review and Remodeling of the 
Draf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FENG Guo 
 

Abstract:  Under the civil-commercial unified legislative system,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has long been trapped in the path dependence of 

civil law thinking. The individualistic logic of civil law has been excessively generalized to 

organizational law disputes, resulting in misalignment of normative adaptation and inconsistent 

judicial standards in core fields such as shareholder capital contribution, equity transfer, and 

corporate resolutions. Organizational law logic takes the corporateness of the company a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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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and the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ality of the corporation as its core, emphasizing capital 

maintenanc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and business stability, which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individual autonomy logic of civil law. The applicabl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two can be generally delineated as follows: organizational law rules shall take 

precedence in matters involving the formation of corporate will, changes in capital structure, and 

maintenance of corporate property; civil law rules shall serve as supplements for purely internal 

contracts and property delivery matters. To resolve the current dilemmas, we should not rely on 

partial rule amendments or legislative general provisions. Instead, guided by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o unify adjudic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organizational 

law-oriented principles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By adding preliminary jurisprudential guidelines, 

correcting normative deviations in three core fields, and promoting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we can achieve the return of organizational law logic and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shareholder interests, and corporate business stability.  

Keywords: Draf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Organizational Law; Civil- 

Commercial Unification; Collective Personality;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Business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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